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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江宁出土刘宋罗氏家族买地券研究

——南徐州侨民与晋宋之际的建康社会
*1

陆帅

（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）

【内容提要】：南京江宁出土的刘宋罗健夫妇、罗道训三方买地券，为研究六朝建康社会的历史变迁图景，提供

了第一手资料。通过释读、考证券文可知，罗健与罗道训为父子关系，其原为堂邑郡高山县人，后南渡过江，著籍

南徐州南彭城郡。东晋末年，罗氏父子追随刘裕代晋建宋，活跃于刘宋政治中，由此迁居建康周边，买地营葬。罗

氏家族的活动是晋宋之际建康周边社会变动的缩影。

【关键词】：买地券；堂邑罗氏；建康；南徐州

【中图分类号】：K871.42 【文献标识码】：Ａ

建康城研究是六朝史领域的基本课题。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，海内外学界不断加以关注，成果丰硕，尤其在城市空间布

局的复原上取得了较大进展
［1］

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文献不足征等原因，由建康城（今南京）内外居民的具体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历

史图景，目前仍不清晰
［2］

。如何将考古新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，深入描画六朝建康社会变迁的具像，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探索

的课题，也是近年来建康城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
［3］

。在这方面，南京市江宁区出土刘宋罗健夫妇、罗道训买地券提供了一组

崭新的资料群，弥足珍贵。由于这三方买地券学界尚未有深入研究，故本文拟以此为中心，围绕券文所提示的墓主人籍贯变迁、

仕宦经历、葬地选择等问题展开讨论，以此触及晋宋之际建康周边人群、社会的变动实态。

一、买地券的基本情况与录文

罗健夫妇买地券两方（下文简称 A 券、B 券），罗道训买地券一方（简称 C 券），现藏于南京江宁博物馆。2013 年，《东

山撷芳：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》一书中刊布了券砖正面部分的照片，并提供了形制、出土地点等信息
［4］

。

尽管照片有若干处不甚清晰，但文字大体可读。为研究需要，现初步录文、标点如下：

1.罗健夫妇买地券 I（A券）

宋元嘉廿二年八月丁亥□十日丙申□。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钊阳县开国男罗健，□□□□里/□□□□□□□

□□丘丞墓伯、地下两千石、东都丞、武夷王、□共买此地，□广五顷。□堂邑/郡□男女死人罗健夫妻，得钱万々九千九百九

十九□钱，即日毕了。玄都鬼律、地下女青诏书□：/自军乱以来，普天死人听得随生人所□丹阳郡湖孰县西乡都乡里中□□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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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地葬□，入□□此地中，掘作葬墓埋健夫妻尸丧，魂魄自得归此冢庐。随/地下死人之俗五腊及日月会十五日，休假上下，往

来不得留难。有□问左/右，比居他人，妄仍夺取健地。时人张坚固、李定度，沽酒各半，共为券莂。

2.罗健夫妇买地券 II（B 券）

宋元嘉廿二年太岁己酉八月丁亥□十日丙申□。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/钊阳县开国男罗健八十岁，妻□□八十

岁。醉酒□□官归。□□玄都鬼律，地下/女青诏书科律：从军乱以来，普天下死人皆得随生人所在□□□□□丹阳郡湖孰县□

乡/西乡里中地下□、蒿里父老、□□□□□□□丘丞墓伯、地下二千石、～/□尸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尸丧□□万々九千九百九

十九枚，即日毕了。地下先人、□里□□□/□石□□□□□□丘丞墓伯、地下二千石、安都丞、武夷王、□（皆）听□□此地

中，□□□□□□/□得使左右比居，妄志此地，□□不□。时知者张坚固、李定度，沽酒各半，共/为券莂。

3.罗道训买地券（C券）

宋元嘉卅年太岁癸巳七月辛丑朔廿一日辛酉，予南/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地下先人、蒿里/父老、墓县右秩、左右

冢候、丘丞墓伯、地下二千石、/安都丞、武夷王□□买此地，广一倾余。地/□□城都乡安上里罗道训，以义熙五年/六月三日

庚申，诏书除袭父封钊阳县开/国男，食邑五百户，地□卅五里。到十二年四月十七/□□子，诏书除武原令。□□元嘉四年七

月一日癸酉、/诏书除魏郡广川令。到六年六月廿一日辛巳、/诏书除南广平太守。到□年十月十九日丙申、/诏书除龙骧将军。

到十七年十月七日壬戌、诏/书除左卫殿中将军。到廿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壬寅、诏书/除南平昌太守。到廿七年十二月卅日乙酉、

诏书/除行参征北将军。事道训得钱万万九千九/百九十九枚，即日毕了。承玄都鬼律、地下/女青诏书科律：从军乱以来，普天

下死人/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墓埋。今/皆于地中掘土作冢藏埋尸丧，魂魄自/得还此冢卢，随地下死人科法。□即吉

日，/月晦十五日□□上下往来，不得留难。有所□/□□□比居他人，妄仍夺取道训地。时知者/张坚固、李定度，沽酒各半，

共为券莂。/右□□□门□□□。

此外据书中介绍，A、B 两券侧面亦有铭文。A 券为一行六字、B 券为一行二十四字。更为精确、完整的录文，尚有待相关

部门公布清晰拓片。

三方买地券文内容丰富，涉及墓主籍贯、官职、爵位以及买地位置、时间等信息。A、B券主人为罗健夫妇，其内容、形制

相同。C 券主人为罗道训，其与 A、B券在结构上的区别在于详细记录了墓主的仕宦履历，这在六朝买地券中不多见
［5］

。

众所周知，买地券的主要功能是宣告亡者在阳间的生命结束，通过“买地”获得阴间的居留权，且往往与特定的宗教信仰

联系在一起，罗氏买地券也不例外。上述三份券文都提到了“玄都鬼律”与“地下女青诏书科律”。研究认为，其源自天师道

信仰
［6］

。东晋南朝时代，建康周边是天师道颇为流行的区域，罗氏买地券出土地东面不远的茅山更是南朝道教的中心所在，信

仰氛围极其浓厚
［7］

。罗氏买地券文中鲜明的天师道因素，正是这种信仰氛围的具体表现。

券文所反映信仰实态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买地者罗健、罗道训的情况，同样令人很感兴趣。具体而言，他们究竟来自何

处？是何身份？又为何葬于建康周边？见于三方买地券的年代、职官、地理等信息，提供了不少线索。

二、罗氏父子的行迹

首先需要判定的是罗健、罗道训的关系。上述三方买地券出土于同一地点，墓主又为同姓，很容易将之联想为一个家族。

事实上，券文中的爵位记载也证明了此点。

据券文，罗健、罗道训封爵都为钊阳县开国男
［8］

。罗健葬于元嘉二十二年（445 年），受封时间不详，但肯定在此年以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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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道训亡于元嘉三十年（453 年），C券记载其受封的时间与缘由曰：

义熙五年六月三日庚申，诏书除□袭父封钊阳县开国男。

可知罗道训的爵位是东晋义熙五年（409 年）袭父封而来。此后至元嘉三十年下葬，其间并无改封。按中古爵制，一爵不能

同时分封两人。若罗道训自义熙五年至元嘉三十年之间为钊阳县开国男，罗健便不可能在元嘉年间持有此爵位。这一矛盾，恰

说明两者为父子关系：罗健为父，先封钊阳县，义熙五年时由子罗道训袭封。A、B 券爵位于罗健是对死者的尊称，与 C券并不

冲突。

罗道训于义熙五年袭封，罗健夫妇买地下葬却是在三十余年后的元嘉年间。这一时间差的产生原因，可以考虑两种可能。

其一，罗健于义熙五年致仕，让爵于子罗道训，至元嘉二十二年去世，夫妻合葬
［9］

。其二，罗健的亡故就在义熙五年，由子罗

道训袭爵。翻检史传，是年四月刘裕伐南燕，于青齐合战多次，战事激烈
［10］

。罗健作为刘裕旧部（说详下文）或于此时战死。

由于卢循、徐道覆与此同时在南方起兵，进逼建康。故青齐战事甫定，刘裕随即班师。纷乱之际，罗健很可能就地草葬，灵柩

未归。至元嘉二十二年，罗健夫人去世，其亲属重新择地，将两人正式合葬。

另可注意的是，券文所记罗氏父子的籍贯并不相同：A、B 券载罗健为堂邑郡高山县人，C 券载罗道训为南徐州彭城郡彭城

县人。梳理两晋南朝政区，堂邑郡高山县位于江北，东晋末已撤废，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在江南，刘宋元嘉时尚存
［11］

。则罗氏

一族应是南渡过江的侨民，堂邑郡高山县是其本贯，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是南渡后所著籍贯，其南渡时间当不迟于东晋末
［12］

。

永嘉乱后，南徐州彭城郡所在的京口周边，正是侨民在江南的一个聚居地
［13］

。晋末、刘宋时代，南彭城郡的地位很特殊。

一方面，它是宋武帝刘裕的乡里所在；另一方面，郡内侨民在代晋建宋的过程中也很活跃。《宋书》卷四九《刘钟传》载刘裕

起兵京口之际，侨彭城郡民颇多“赴义者”。这些侨民被“立为义队”，“恒在左右，连战皆捷”，是刘裕极为信赖的一支力

量
［14］

。

著籍南彭城郡的罗氏父子，就是追随刘裕起事的旧部。史载，刘裕登基后随即下诏对前代爵位按例“降杀”——即减封、

除国，但“宣力义熙，豫同艰难者”，则“一仍本秩，无所减降”
［15］

。刘宋《谢珫墓志》载谢氏家族在晋宋禅代以后“诸国并

皆削除”，即爵位“降杀”的实例
［16］

。如前所述，自东晋至刘宋，罗氏父子爵等没有变化，正说明他们曾经参与了“造宋”大

业。这一层渊源，也成为了罗氏父子进入刘宋政权的契机。券 C 所载罗道训的官职转迁情况，就是最为直接的体现。

如券 C 所见，罗道训的仕宦生涯长达三十余年。所任官职大致可分为郡县守令与武职两大类。其所守诸郡县中，魏郡广川

县隶扬州，其余都属南徐州
［17］

。扬州为京畿所在，南徐州是刘宋帝室的“桑梓本乡”，皆地位优重
［18］

。罗道训在此两州频繁

任职，是刘宋政权对罗氏参与佐命的回报，无需赘言。不过，这些郡县都是无实土侨郡县，事务清闲，近于寄禄之职。真正体

现出其与当时政治密切联系的，是其于元嘉十七年（440 年）转任左卫殿中将军一事。

按《宋书》卷四〇《百官志·下》，殿中将军为皇帝近侍武官，“朝会宴飨，则将军戎服，直侍左右，夜开城诸门，则执

白虎幡监之”，在宫城防务中地位关键
［19］

。罗道训任此职在是年十月，此时刘宋宫廷发生了一起重大事变：权倾朝野的彭城王

刘义康失势，刘湛等党羽伏诛。《宋书》卷六八《武二王·彭城王义康传》述其梗概云：

（元嘉十七年十月戊午）其日刺（刘）义康入宿，留止中书省，其夕分收（刘）湛等，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，以备非常。

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衅，义康上表逊位。
［20］

宫内防务例由禁军负责，宋文帝却在处分刘义康、刘湛等人时令“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，以备非常”，引入外军，这一

细节值得玩味。翻检史传，自元嘉九年（432 年）至当年五月，统领禁军的领军将军一直由义康党羽刘湛所担任
［21］

。宋文帝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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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军不完全信任，正在于此。而刘湛伏诛后，引入心腹力量，重新控制禁防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。罗道训转任殿中将军恰在事

件发生后四日。不久后，宋文帝又任命皇弟刘义融为领军将军
［22］

。这些人事调整，皆可以置于此背景下理解。罗氏父子是早年

的从龙旧部，与刘宋皇室渊源颇深，这或许是罗道训为宋文帝所信任的原因。

罗道训的死，同样与刘宋政治有关。券文记载，元嘉二十七年（450 年）起，罗道训除征北行参军。检《宋书》纪传，时任

府主的是始兴王刘浚
［23］

。元嘉三十年二月，皇太子刘劭弑文帝即位，刘浚协成其事。此时罗道训的动向不详，但作为刘浚的僚

属，难免被卷入其中。元嘉三十年五月，刘骏平定京邑，刘劭、刘浚及同党伏诛，罗道训则葬于是年七月。此后，罗氏家族的

封国也被废除。综合这些来看，他很可能是作为“二凶”的同党而受到牵连
［24］

。

堂邑罗氏名不见经传，史书中几乎无迹可寻。质言之，他们属于随刘宋政权而兴起的一批新贵。立足于这一背景，有助于

对罗氏父子的墓葬位置作进一步的观察与认识。

三、都城圈与新居民

罗氏家族买地券出土于今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咸墅岗
［25］

。但券文所记地望却不尽相同：A、B券皆记为丹杨郡湖孰（熟）

县，之后作“西乡都乡里”与“□乡西乡里”不一。这类讹误在古代买地券中很常见。券 C则云买地于“南徐州（南）彭城郡

彭城县都乡安上里”。

综合相关资料来看，罗氏父子葬地属于湖熟县西乡的可能性较大
［26］

。当然，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墓葬所在的这片区域

与都城建康的联系很紧密。这一点，通过墓葬西北、西南不远处的两个地点——倪塘与方山，就能够清晰地观察到。

倪塘在今江宁区上坊街道附近，关于这个地点，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金陵记》云：

梁都之时，城中二十八万余户。西至石头城，东至倪塘，南至石子岗，北过蒋山，东西南北各四十里。
［27］

萧梁时代，倪塘是建康城东面的主要地标。不过其与建康的联系，远早于梁代。南齐柳世隆“于倪塘创墓”；晋末刘毅赴

任荆州，路过建康，刘裕“出倪塘会之”；王恭为司马道子所拘，“于建康之倪塘斩之”，皆为其证
［28］

。在上坊街道周边发现

的大量高等级皇族、官僚墓葬与神道石刻，如孙吴上坊大墓、棱角山、沙石岗天册元年墓、石马冲东晋荀籍墓、中下村东晋南

朝墓，耿岗、侯村、刘家边（梁萧正立）南朝神道石刻等，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倪塘是仕宦于建康的诸多官僚贵族活动、营葬

的场所
［29］

。

方山位于倪塘以南，即今江宁方山。其东侧有方山埭，是六朝时代连接秦淮水系与三吴水系的重要水道——破冈渎的起点，

也是建康东面最重要的关津。作为交通枢纽，方山埭是商旅辐辏之地
［30］

。都城中的贵族官僚，在此周边殖产营业者也为数不少。

如刘宋何尚之致仕，“于方山著《退居赋》”；州韶“筑室湖熟之方山”；梁萧正德“自征虏亭至于方山，悉略为墅”
［31］

。又

《初学记》卷七《地理下》曰：

常熟有赤山湖、夏架湖、丹阳湖、张昭湖。昭封娄侯，又因名娄湖。高平湖、太傅湖。太傅即谢安也。著作簿湖、刘南蛮

湖、侍中湖、张侯湖、葛塘湖、倪塘湖、庾冰湖……自娄已下，谓皆独擅一湖之利。
［32］

上引文字出自点校本。文首的“常熟”与赤山湖（今江苏句容赤山湖）、倪塘湖（今江宁上坊街道附近）等距离甚远。日

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刻本《初学记》作“湖熟”，是。按引文所言，娄湖、太傅湖、庾冰湖、倪塘湖等“独擅一湖之利”的

产业，遍布湖熟县境内。其主人如张昭、谢安、庾冰等，都是来自于建康的权贵官僚。六朝时代，权贵官僚热衷于以屯、邸、

别墅等形式封山占泽
［33］

。倪塘、方山所在的湖熟县密迩建康，自然颇受青睐，乃至于东晋皇室在此亦有产业
［34］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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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方山、倪塘为代表，六朝建康城周边存在着一系列与之紧密关联的经济、生活区域，学界将之命名为“建康都城圈社会”
［35］

。买地营葬于方山东侧的罗氏父子，当然也是都城圈社会的一员。这片区域对于罗氏家族的意义，在反复出现于三方买地券

文中的一段文字中有所提示：

从军乱以来，普天下死人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（邑）买地墓（埋）。

以上引自 C 券，A、B 券大体相近。如其所言，这里不仅是罗氏父子“买地墓埋”之所，也是其家族的“生人所在”，也就

是实际居住地。文中提到的“军乱”，指东晋末年的孙恩、卢循之乱
［36］

。由此还可推知，罗氏生居、死葬于此是在东晋末以后。

若不是这样，也就没必要特意写上这番话了。

罗氏家族迁居建康周边的动因不难索解。前面说到，凭借代晋建宋的功勋，罗健、罗道训活跃在晋末、刘宋政治中。尤其

是罗道训，元嘉年间两次任职京邑，其为双亲营葬的元嘉二十二年，更已在建康宫中达五年之久。可以想象，仕宦生涯的中央

化，使得建康成为罗氏家族的生活重心所在，他们也由此在东南不远的湖熟县购地置业，成为了都城圈中的新居民。

那么，罗氏家族在新居地的生活如何？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，罗氏父子先后下葬的元嘉年间，淮水两岸仍为刘宋所控制，

原高山县地仍在版图内。显然，定居日久的他们已不打算回去了。从这一角度理解买地券中的“死人听随生人所在买地墓埋”

这句话，其表现出的也就不仅是侨民异地埋葬的无奈，更是他们对于江南新居地、对于建康社会的实际认同。六朝江南侨、旧

民之间的融合，也正是以这种心理认同为基础而不断展开的。

四、结语

晋宋之际，随着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，建康的居住人群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。罗氏父子的活动，可以说就是这种变化的一

个缩影。在当时，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，如彭城刘氏、东莞臧氏、高平檀氏、下邳赵氏、兰陵萧氏等。借助于王朝易代所提供

的上升渠道，这些原本侨居京口、晋陵的侨民家族成为一时新贵，不断向都城建康及其周边集中。由此来看高平檀道济、兰陵

萧思话、萧道成家族移居“建康青溪”
［37］

，萧衍家族移居“秣陵县同夏里”
［38］

，彭城刘袭家族在位于建康北郊的“江乘白山”、

“琅琊乘武冈”择地营葬等史实
［39］

，对其所透射出的历史内涵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罗氏家族买地券对于理解六朝建康社会发

展脉络所具有的个案意义，也正在此处。

其实，类似的人群流动，在此后仍不断发生。南北方的政治、社会变动，往往都伴随着各色人群对建康周边的进入。宋齐

之际“青齐土民”的南下，萧梁时代从中原南奔而来北魏皇族、士人等等，都是如此。新居民的到来，不仅改变了建康社会的

人群结构，还带来了自身所固有的生计习俗、信仰传统，构成了更为多元的社会文化图景。这种图景，也就是《隋书》卷三一

《地理志·下》所概括的“（建康）人杂五方，其俗（与二京）颇相类”
［40］

。那么，不断进入的新居民是如何与建康社会展开

互动的？他们给建康的城市景观、文化样貌带又来了哪些影响？以这些问题意识为参照，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将会变得更加有趣。

（附记：本文写作期间，承蒙张学锋、王志高、姚乐、许志强、刘萃峰等师友恵赐诸多宝贵意见，谨此一并致谢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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